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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錄與大躍進研究──

兼評中共對該歷史之處理手法與解釋邏輯

⊙ 鍾延麟

 

一 前 言

歷數中共建政後所曾發動的群眾運動，開展過程最波瀾壯闊、引發後果又最令人驚心怵目的

莫過於大躍進運動。運動迄今相隔時間愈益久遠，徒然增加對此歷史陌生、淡化其中所得教

訓的可能與風險，如何加緊、加強相關研究成為一個不甚顯眼卻不失重要性的任務和課題。

在有關大躍進的官方檔案資料仍未公開的情況下，資料的來源與取得，始終是進一步開展大

躍進研究所須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作為一手史料的回憶錄，乃是一種重要的歷史文獻。回

憶錄的價值，雖受到一些主觀、客觀因素侷限的影響，然由於傳主自身的代表性、內容的新

奇性以及寫作背後的絃外之音，每多引起相關研究者的注意和重視。本文旨在對現有關於大

躍進的回憶錄進行內容檢視與特色分析，並討論其對大躍進研究的意義與作用。最後，則將

從中共高幹回憶錄中對大躍進的相關記載與陳述，探究中共官方對該歷史的處理手法和解釋

邏輯。以下的章節安排，即據此展開。

二 大躍進相關回憶錄之檢閱

對現有的有關大躍進的回憶錄加以檢閱與整理，既有益於討論回憶錄對大躍進研究的意義與

作用，此所做的全面的初步性介紹，亦或對此段歷史有興趣者進一步選擇、研析以及理解相

關回憶著作，提供些許建議和方向。

有關大躍進的回憶錄包括：以大躍進為主題或以該運動期間的重大事件作焦點的回憶錄，另

一則是在傳主回顧生平的回憶錄中對大躍進的相關記錄。總體而言，如前者的專題式回憶錄

少，在回憶錄中以專章或專節表現者雖較多，但詳簡不一，本文挑選檢視的取捨標準，概以

其是否直接論及大躍進本身，而不是以連帶提及或迴避的方式對待該運動。

有關大躍進的回憶錄的分類，主要依據傳主在當年運動期間的工作職務、政治處境與身份地

位。據此可劃分為「中央任職官員」、「地方領導與執行者」和大躍進期間公開被視為反面

人物的「右傾異類分子」。另外，再加上領導人之親屬與身邊工作人員的「近身關係者」，

以及處於政治權力圈外的「政治外圍者」，共計五類。

（一）中央任職官員



此乃在大躍進期間任職於北京的中央層級官員。其中又以擔任實務工作者為主。由於他們居

於負責推動國家事務正常運轉的位置，當家的務實作風乃為其特色與傾向。50年代中期開展

的「反冒進」即為其集中的表現。中共發動大躍進的背景是立基於所謂的「反反冒進」。意

即對「反冒進」的嚴厲批評，正為啟動大躍進創造了思想基礎和環境氛圍。

這些原先持「反冒進」主張或被視為具有此等「嫌疑」的人士，在毛澤東意志益趨壟罩的黨

內，承受了極大的壓力，除夜不能寐外，被迫在大、小會議上反覆檢討，感到「不才明主

棄，多病故人疏」，甚而提出辭呈意欲「南山歸蔽廬」。其後，夾雜如「小學生」般對偉大

領袖長年英明、戰無不勝的崇信，以及在唯恐落於人後、不進則退的政治競爭生態下的利害

計算，不能「巧於」生病者，泰半重新思考、極力想通，轉而成為黨國機器中驅策躍進的組

成和操作角色之一。晚年白首憶往，對自身在運動高速加熱中曾多少「略盡綿薄之力」地搧

風、加油，亦多不免感懷、愧慚。 他們一時「唯上重於唯實」的跟風，在不尊重客觀規律的

殘酷現實與嚴重後果浮現後，因收拾危急、難堪局面的急切需要，不得不加以收斂，進而重

拾尚實求是的工作態度。事實證明，若干人等在恢復國家凋蔽經濟、社會面貌上，發揮關鍵

的影響與作用，似有力挽狂瀾的治國能力。回顧這些中興能臣在大躍進前、中、後行徑作為

的曲折，固然要體認其所處時空下身不由己的侷限性，仍不禁令人心生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之感。

這類回憶錄的例子主要有：當時主管工業交通方面工作的副總理薄一波、擔任中共中央財經

領導小組專職秘書與國家經委副主任的薛暮橋，以及主持新華社與人民日報宣傳工作的吳冷

西。1

（二）地方領導與執行者

在推行大躍進上，除了中央主動的加溫發熱和對地方的耳提面命與鞭策，地方要員的窺伺層

峰與揣摩上意，進而將若干「發明創造」反饋中央，對於推進運動朝更激進的方向發展亦有

不容忽視的影響。2

大躍進的推行主要是透過各級、各地的黨政代理人與分支機構的領導與擘劃來加以實踐。權

力的下放伴隨運動的發展。擁權一方的地方領導，既要對中央精神妥善解讀、適當詮釋，如

何因地制宜地與當地具體情況結合，更是檢驗其工作成績的關鍵標準。這些身為運動一線執

行者的方面大員，一方面有對上負責的重任與迎上所好的利基；另一方面存在同儕環伺競爭

的壓力。兩相擠壓下，「形勢逼人」是在運動高峰中「父母官」心理共同的感受，「沈不住

氣」、漫天喊量、爭速則是他們不約而同的反應。實踐證明，地方一把手在大躍進期間的狂

熱與躁進，與運動在當地所造成的後果有強烈的關連性。欲了解一地在該時的躍進情形、程

度以及後果，當地領導的自我相關記述無疑是一重要鎖鑰。 屬於這類的回憶錄有：大躍進前

期任職「第二機械工業部」負責研發原子彈，運動後期轉任東北局第一書記的宋任窮；時任

江蘇省省委第一書記的江渭清與省長惠浴宇、分管福建省經濟工作的該省委常委兼副省長的

梁靈光、主管黑龍江省財經工作的楊易辰、廣州市委分管工業書記的曾志，以及「受命於危

難之時」由「南海艦隊」副司令員調任廣東省副省長兼廣州市市長的曾生。3

（三）右傾異類分子

中共慣於並擅於在發動政治運動的過程中，劃分、樹立反面個人或團體，目的在於營造同仇



敵慨的氣氛以激勵人心；也藉以昭示公眾，違者將遭受高度的代價與懲處。綜觀整個大躍進

時期，並不是不間斷地鼓勁筆直向前，事實上其顯現的是「躍進─休整─再躍進」的小馬鞍

狀。前、後兩次猛然催促闊步的號角響，皆與對「算帳派」、「觀潮派」的嚴厲斥責聲（當

事人通常被冠以『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相輔相成、互為依託。

運動中間以一系列檢討會議的召開為代表的一段休整期，常被視為以毛為中樞的中共當局即

時「糾左」的自覺與自為。原定在江西廬山舉行的『神仙會』正為其頂峰。然而，由於歷史

的意外與不合邏輯，彭大將軍的「萬言書」扭轉了方向，促使形勢急轉直下，不但結束短暫

的自省，反而加劇了主觀的自我。較諸前一回鼓吹躍進的幅度，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正因為

1959年廬山會議造成的顛倒效果與戲劇張力，此會議中的主要批判人物和相關「集團」共

犯，常成為後人關注的對象。

他們對情勢益加惡化的憂慮竟被構陷成居心不良；出於欲使運動健康發展的本初願望，更遭

誣賴為預謀進攻。這種如山倒海的莫名指控與無限上綱，雖使他們百口莫辯、難以招架，但

是「顧全大局」的「道德勸說」，則多是令其放棄最後的抵抗束手就擒的最後一根稻草。這

類傳主多反映出此般冤屈與無奈。相關的回憶錄包括：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

彭德懷、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部部長黃克誠、總後勤部部長洪學智、國家科委副主任萬毅，

以及毛澤東個人秘書與水利部副部長的李銳等。4

（四）近身關係者

多數的中共高級領導人因保密需要、事屬敏感或撒手人寰的緣故，並未留下屬於自我的回憶

著作。但所幸與之生活相處的伴侶與晚輩，以及在其跟前服務的工作人員的相關追憶與遙

想，多少彌補這方面資料的缺憾。一些中共重要人物在大躍進期間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為，

或可從中拼湊成一個概貌。例如：在廬山「倒了大霉」的張聞天之妻劉英、朱德之妻女康克

清與朱敏、對人民公社化持有疑慮的王稼祥之妻朱仲麗，以及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兼「總理

辦公室」主任的童小鵬等，都有關於其近身領導人在此一時期的活動紀錄。5

接近一面倒的情形是，現存的家屬回憶錄，幾乎都是「右傾」、偏右或較早認識到左的危害

的「革命家」妻兒。他(她)們對於自身伴侶和長輩的「先知先覺」感到驕傲，但對其在運動

期間或之後所受到長期的不公平對待則覺得委屈、不平。從黨的角度觀之，相關的記載顯示

在運動狂熱、氣氛高壓之時，黨內仍不乏冷靜明智、穩健有識之士，足資證明黨在失誤中仍

有理智的成分和健康的力量。

（五）政治外圍者

具有一定社會地位與聲望的若干名人聞士，其生平境遇向來受到各界注意與好奇。然而，大

躍進期間，殊異的個體遭逢運動的「全民大辦」浪潮，身處於大型群眾動員下的廣漠人海，

勢難避免成為無所區別的無數「小螺絲釘」之一。正因如此，傳主的相關自況即存有一些適

足反映該時代的「共性」所在。

究其內容，以當事人與中共政權屬性、關係的遠近為主要依據的出身背景與政治前途，影響

了其本人對於參與大躍進的動機與心態。「紅朝」新人憧憬運動背後編織的宏景，相信組織

決策的正確性與貫徹完成的領導力，自我犧牲奉獻在所不惜。舊社會菁英歷經此前數年政治



運動的「洗禮」，正可藉此努力投入、爭取表現，以資自我證明洗心革面的決心與殷勤。6兩

者的「殊途同歸」，正折射出當時中國大陸形如鐵板的社會潛在的人為裂隙。前者如：大躍

進前後猶為外交部年輕幹部，後來見證中共與美國關係突破，成為中共駐英國大使、聯合國

副秘書長的冀朝鑄；7後者如：在「反右」中被打入另冊的「社會賢達」與「民主人士」徐鑄

成與潘大逵。8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中、小知識份子在回憶大躍進時，不同於其憶及文革時所表現的義憤填

膺、咬牙切齒；他們對於大躍進的種種，固然覺得荒謬，但畢竟在城市裏仍享有農村所沒有

的最低生活待遇，並賴此捱過「瓜菜代」的慘澹日子。猶有甚者，他們甚至認為中共在運動

中的若干荒唐主張與奇思幻想，簡直是農民社會主義的具體寫照。9由此看待大躍進不但為相

關探究設限，也多少減損他們替那些腳踩黃土、背曬烈陽的農民尋討歷史公道的同理心。相

對地，農民作為大躍進最直接的受害群體，卻因基本書寫能力不足，至多僅留下在鄰里坊間

相傳的插曲與軼事。

三 回憶錄對大躍進研究之意義

本節將討論有關大躍進之回憶錄，對於大躍進研究的開展和深入所具有的意義與價值。

（一）透露權力生態與決策過程內幕

眾所周知的，大躍進運動為中共自上而下地發動與操作。但中共黨內菁英，特別是高級領導

人，在大躍進前後並不全然持有高度共識，相反地乃處於一個不斷隨著運動和情勢發展而變

化的磨合過程。中央高層對相關議題的立場分野和議決情形，以及連帶的權力關係重組與消

長，對於認識、了解進而掌握該運動至為重要。然而，這正是外人無得與聞的黑箱作業。在

這方面，屬於一手史料的回憶錄，提供了甚具價值、意義的線索與訊息。

首先，它揭示在封閉性金字塔尖端內，中共高級領導人的心理動向、態度立場和言行舉止，

例如：毛澤東在大躍進前夕變得驕傲、形成個人專斷的思想變化過程，以及只爭朝夕、「六

億神州盡舜堯」的豪情壯志。劉少奇在經濟上欲反「左」但政治上又不得違逆毛所表現出來

的為難與反覆。10回憶錄亦能呈現黨內人際互動的複雜和傾軋，比如：「左王」柯慶施在與

毛脾胃相符、意氣風發之時，甚至敢抨擊副主席陳雲「老右傾」。長期以來與毛並提、雖無

實權但地位崇隆的朱德，不滿大躍進的相關政策，在廬山批彭時還曾公然遭受毛比手畫腳示

其「隔靴搔癢」的嘲諷，對情勢發展實感無能為力，僅能沈寂以對。11

此外，回憶錄中對在大躍進前後數場具有關鍵性地位與深遠影響的重大會議之場景與實況所

作的描寫，更讓後人與研究者得以一窺其堂奧之秘。例如：黨內主管經濟的政務系統人士遭

「左」焰壓制得難以喘息的批評「反冒進」會議；總路線、大躍進以及人民公社化「三面紅

旗」醞釀、出台的會議經過和若干文件、決議的形成過程；以及令人覺得政治風雲變幻無

常，政治鬥爭殘酷無情的廬山會議詳情等。

（二）突出政治體制與行為特色

外界一般看待毛澤東在中共重大歷史事件中的角色與地位時，多認為中共官方常為毛的罪責



開脫或掩飾；但是這種指稱又常會流於另一個極端，亦即過度強調毛澤東個人的作用以及其

主體能動性。在探討大躍進上亦有相似的情形。因為單單指責毛澤東，反而會阻礙反思中共

政治體制與制度的性質，此乃因該運動是多面向的事件，必須以多重角度、不同層面加以分

析與反思。12易言之，不應僅將視角集中於高層政治鬥爭，特別是毛個人身上，更須探究深

一層的政治結構動態以及其下容易生成的政治行為取向和模式。

大躍進可簡單化約為上層心急躁動、中層加碼添醋以及底層的唯首是從。在中共分明、森嚴

的階層式政治體系中，普遍、充斥的政治行為模式與傾向乃是：適時揣摩上意，競相表達積

極性，以證明自身政治忠誠與敏銳，並希冀能因及早表態與殷勤作為而獲得上級的賞識與獎

勵。13在此種「代償式政治表忠」(politics of loyalty compensation)心態的作祟下，既

慫恿高居廟堂的達官顯要見機而作(多是逢毛之好與對「逆鱗」者的落井下石)，亦刺激了地

方領導人推行公共食堂和其他激進政策的力度，進而導致各地饑荒災情的殊異。14「風馬

牛」(迎風、拍馬、吹牛)幹部不但在基層大量存在，在中、高層幹部中更是屢見不鮮，達到

習以為常的程度。

「有血有肉」的回憶錄，其具有的豐沛人事見聞和細節，既可為欲分析中共政治發展與行為

的相關理論和假設，供以實證的經驗與例子；對於意圖從表面上繁雜、無序的政治現象中歸

納出內在運作規律與因果關係的學術性嘗試，除能提供樸質的材料外，亦或可觸發相關研究

的靈感與啟發。

（三）提供條條塊塊之政策推行情況

一般對於大躍進的印象，通常環繞在人力浩大的大辦水利工程與燻煙沖天的大煉鋼鐵等場

面。畝產萬斤以上的衛星通告、人民公社的掛牌成立以及按需分配的公共食堂亦是該時期最

具代表性的重要象徵之一。按照官方唯物主義的解釋，生產力的躍進，生產關係亦須相應改

變，為前者擴張創造更好的條件；下層建築經濟基礎的嬗變，必定對上層建築的改造提出要

求，既要適應下層經濟驚人的演變，更是為其進一步發展供以空間與誘因。易言之，大躍進

實乃「四面八方出擊」含括各領域、各層次而連動奔馳的大規模運動。因人而異的回憶錄，

從不同的工作事務角度反映大躍進的各種側面。

例如：在各部門方面，在李維漢的回憶錄中，可窺見大躍進與困難時期中共統戰工作的情

形，從運動初始針對民主黨派、知識分子以及工商業者提倡「自我改造」的大躍進，到困難

成形後大抓形勢教育和思想教育的過程。15一九五八年中共軍內的「反教條主義」的主要受

害者蕭克，（無巧不成書地，加害者彭德懷隔年在廬山即成為另一場權力鬥爭的敗將。）轉

任農墾部副部長見證了橡膠種植的高指標和農墾系統國營農場在浮誇風下造成的巨額虧

損。16在地方上，透過前述當地省級領導的回憶，將有助了解地處沿海的閩、粵兩省、華東

的江蘇以及東北黑龍江，各自如何響應中央對大躍進的號召並加以具體執行和實踐的情況，

對各地大躍進的橫向比較，提供初步的認識基礎。

四 官方處理手法與解釋邏輯

從回憶錄探索其對大躍進研究的意義與作用，除了上述三種史料取材價值外，自相關回憶的

份量比重和字裏行間，觀察傳主如何看待大躍進相關的歷史，並界定組織與自身在運動中的



角色與責任，進而掌握從中反映出來的中共官方對該歷史之處理手法和思維方式，亦是經由

回憶錄研析大躍進的另一含義與嘗試。易言之，當事人對大躍進歷史的談或不談，如何談或

不談，皆具值得注意的「絃外之音」。

（一）人欲靜而史不止

一些中共重要人物的回憶錄，對於大躍進時期的歷史採取的是繞道而過、能閃則閃的處理方

式。亦即其含括時間範圍不是僅述中共建政過程經歷的「革命回憶錄」，對於建國後的情形

雖仍有著墨，卻對這段動輒「六億人民」皆上陣的歷史，徒留空白或僅寥寥數句。

1 避而不談的跳躍式回憶

此即對大躍進歷史不欲涉及、不予置評的方式。例如：在中共建政初，從軍隊轉至經濟建設

戰線工作的程子華，他回憶錄中有關建國後部分的兩章：「建國後的合作社運動」、「國民

經濟建設」，乃從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一躍至1961年其轉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後的經歷。17大躍

進到此時已寸步難行，甚而至不得不退夠的田地。程在大躍進前後在國務院財貿辦公室的工

作經過和所遇狀況，竟隻字未提。相似的情形還可見官封上將、長期擔任福建第一把手的葉

飛，葉在大談金門戰役的萬炮齊發以及炮戰背後「絞索政策」與「聯蔣制美」戰略上的高

超、高明，18卻將其本人於大躍進期間在地方的相關作為「灰飛煙滅」。

另外，在寫作回憶錄的中共要人中，軍人將領是數量最多的一類。對於「槍桿子出政權」的

政黨而言，橫刀立馬、奔馳沙場的崢嶸歲月乃是值得歌功緬懷的題材。俟中共坐擁江山後，

眾所週知的，軍人並未退出政治舞台，對於國家各方面事務仍多有介入與參與。熱火朝天的

大躍進運動，軍方自不會袖手缺席。事實上，軍方對於運動帶來的不良效應與後果甚為關

注；以組織見長的軍隊在賑災救援中勢必扮演重要的角色，並實地目睹各地慘況災情。19然

而，在將領的晚年回憶中，不但鮮見類似的記載，對這段歷史駐足不提的更比比皆是。在中

共軍委分工中主管民兵工作的元帥徐向前，只談在「經濟困難的非常時期」，由於國內階級

鬥爭尖銳化與國際上的「反華大合唱」，使得加強民兵工作甚為迫要，卻無提造成困難的大

躍進之過程與情形。20

2 簡單帶過的背景式回憶

扣緊業務，不及其餘，亦是中共黨人處理大躍進過往的一種普遍方式。例如：在曾為鄧小平

稱讚的《聶榮臻回憶錄》，聶帥在記述1956年至1966年其分管全國科學技術工作的專章裏，

「大躍進」僅是一無特別指涉、內容空洞的時間代名詞，至多只「在其位論其事」地指出：

「在科研單位中同樣有不同程度的浮誇風和瞎指揮風，科研工作的客觀規律得不到尊

重」。21相較於聶之後暢談的堅持科研攻關、研發「兩彈」，真的是「相形見絀」。50年代

中期起至文革爆發期間，主管中共地質部門工作的何長工與石油部門業務的余秋里，亦復談

本行樂此不疲，化躍進為邊緣、無形。22

以跨越跳躍或淡化稀釋的方式處理大躍進，在保存歷史上直是一大損失，亦可見中共黨人對

相關歷史的避諱。然而，在個人回憶錄中模糊、空白大躍進的做法，其所得的僅是欲蓋彌彰

的反效果。如此更會啟人疑竇，何以不在少數的中共黨人對該歷史諱莫如深、置若罔聞？無

論是有意地維護黨的威信和光榮或是無意地體現特定價值體系的判準與規範，集體記憶



(collective memory)中對大躍進歷史出現的噤語現象，既不能否定該歷史事實的存在，更難

以阻止、根絕欲對之進一步認識、了解的意圖與權利，適得其反的是，這種集體失憶現象反

倒成為大躍進研究之章外章。

（二）批評與自我批評

此處將討論正面觸及該歷史的回憶錄(亦是首節檢閱的對象範圍)之立論觀點和處理模式。然

為了有效反映、直接突出官方對大躍進的立場與態度，選樣焦點集中於「中央層級官員」和

「地方領導與執行者」。至於當年對運動的搞法不表贊同，並為此付出政治代價的「右傾異

類分子」，「因禍得福」地與此人為重大疏失脫離干係，沒有「洗不清」的問題與困擾；風

行草偃下的「政治外圍者」，唯有奉命照辦、埋頭苦幹一途，無須別有用心地解釋，並承擔

所謂的政治責任。

持平而論，這些從中央到地方推動暨執行大躍進的黨國要員(一般而言，其回憶錄面世在時間

上相較晚近)，不同於前述對大躍進避而遠之的做法，較為坦然地面對他們曾作為相關運動與

政策承上啟下的齒輪角色，有不再顧左右而言他的進步的一面；他們對大躍進的回溯，亦為

吾人檢視中共官方史觀提供具體而鮮明的例證。

1 對運動之總體評價

綜合中共耆宿回憶錄中對大躍進的評價，無外乎以下三種觀點：

一、好心辦了壞事。中共向來強調，「三面紅旗」的高掛揚起，既是其遂行其獻身革命追求

「強國富民」、「康莊大道」的衷心舉措，亦是體現「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經濟文化

落後狀況的普遍願望」的順民作為。在黨之耆老的陳述中，正因黨心民心相通，運動啟動時

上下一體、黨群一致；遭遇困難後官民仍能戮力與共、同舟共濟。如此說詞下，大躍進縱有

錯誤，也是「集體共犯」結構下的產物，按傳統標準亦享有「法不責眾」的待遇。

二、內錯外誤交相所致。對於橫亙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之「困難時期」的成因，中共當時歸

咎於風雨不順、蘇聯撤援逼債以及執行政策的偏差與不力，後者特別怪罪基層幹部的問題與

作風，並成為後來轟轟烈烈「四清」運動的起源。23事過境遷後，中共黨人改將之歸納為：

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背信棄義撕毀合同之故。亦即工作失

誤的人禍是困難發生的內因，天災、「蘇修」則是困難加劇的外因。24從「三位一體」到

「內外輕重有別」的調整痕跡，可在其黨人的回憶錄中略現端倪。亦即從對該歷史漠視不

提、抽象指陳肇因，至開始出現描述運動之過程和細節，不啻為一正面的鬆動與轉變。

三、曲折的發展。「前途雖光明，但通往的道路卻坎坷而不筆直平坦」常為中共理解情勢發

展的基點。在中共成功地「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後，開始著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

「三面紅旗」被事後諸葛地視為螺旋式上升的迂迴期、波浪式前進的低潮點，為進一步的昇

華、下一階段的邁進，提供了經驗、教訓甚至於激勵。依此邏輯，「急於求成」的躁動以及

經驗、認識的不足，使大躍進失誤似不可免。此外，「一分為二」、「正反兩面」的「兩點

論」也有發揮的餘地：餓乏其身，學到了「建設經驗」；勞其筋骨，鍛鍊了意志。不但「壞

事變好事」，有失亦有得。

以上散見於中共高幹回憶錄中對大躍進的觀點與看法，也可見諸於中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

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事實上，一方面，《決議》中有關大躍進的部分，正作為中共高幹



述及此歷史的指導性文字；另一方面，當初《決議》相關內容的擬定，也必參考袞袞諸公對

大躍進的親身經歷和體驗所提煉、總結而成。

2 個人角色與作為

回憶錄的個人色彩乃為其特色，亦是侷限所在。中共高幹不同程度上對大躍進皆有所涉足，

晚年回憶時如何看待自身或親屬的行徑，因人因事而異，難以一概而論。例如：薛暮橋試圖

表明其當時因立場「右傾」而遭受為難，但即便逢場作戲，薛亦曾有「風」言瘋語；25在地

方官中舉止乃屬穩健的江渭清，對於運動敗象顯露後被視為救急良方的包產到戶予以禁止一

事，略去不提。26曾志不諱言自己在大躍進的錯誤，但值得玩味的是，曾志詳述其夫陶鑄在

文革成了「最大的保皇派」的經歷，何以「厚此薄彼」地不見其記載大躍進期間身為廣東一

把手的陶鑄的作為與對當地的影響。但若認為中共高幹只是一昧避過掩飾也有失偏頗。薄一

波以碩果僅存的大老地位，直言自身在南寧會議上倡議「兩本帳」，「以鋼為綱」的口號乃

為其即興之作，並坦承自己「逢君之惡」的行為「有失風格」。27如此自白確實需要巨大的

勇氣。

3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對於大躍進政策與後果承認錯誤、表示負責並不是一件新奇的事。在「七千人大會」上，極

力維護「三面紅旗」的毛澤東說過黨中央與其自己要負責云云等表態；劉少奇的「三分天

災、七分人禍」更被視作率直的舉動。鄧小平後來在《歷史決議》草擬期間，也說時任常委

除陳雲沒說話外皆有責任，頭腦都發熱的話。28事實上，舉凡回憶錄論及大躍進的中共高

幹，無不表示自己從中有責、心有愧憾。然而，衍生的另一問題是：開口請罪、口頭示責就

滮F事？

在承平時期，平白發生死亡數以千萬計的人為慘事，已是史無前例；主政團隊與政黨不但未

因此交出政權，還從扭轉困局中證成自我、穩固地位，恐怕亦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嘖嘖

奇事。為應付大躍進所帶來的危機和困局，中共全員確實齊心齊力、竭心竭力，穩住局面而

不垮，並對於後來未竟全功、甚至發生文革抱憾。只不過何已中共在鑄成前所未有的重大錯

誤下，猶能安然執政，繼續坐享治國的機會？

一方面，運動醞釀之初，中共以形似科學、「顛撲不破」的人類社會發展必然規律作為號

召；在運動問題叢生後，又以最能代表先進階級與人民利益的「先鋒隊」自命匡難濟世。在

如此兼具「科學」與「民主」的說理與訴求下，「歷史選擇」的領導集體與政黨，勇於「下

罪己詔」，敢於「一肩挑起」，甚而成為中共自我宣傳其能「愈挫愈勇」的歷史事蹟。

另一方面，按照中共官方口徑，大躍進及其後之困難時期，中國大陸「上下一心、共赴國

難」，全黨全民凝聚共識，在組織的領導下轉危為安，予人保持穩定的印象。實際情況卻不

儘如此簡單。在大躍進期間，中共透過強有力的政治動員和組織措施貫徹政策，黨國權力在

此過程中急速擴張，向城鄉全面滲透，在社會生活所有領域都建立、鞏固和強化其權威與控

制力。29其後因決策失誤和執行偏差為主造成的饑荒與幹部作風問題，導致了社會上小規模

騷動、不滿以及搶糧事件的層出不窮。30中共倚賴運動期間確立的嚴密社會箝制和對騷亂、

犯罪施以迅速、嚴厲的處治，乃是使情勢不致失控的重要原因與手段。31

與之相關的資訊控制方面，可以國家威權與語言禁忌之間互為依靠、相互支撐的關係來表



現。例如：因飢饉蔓延造成的大量死亡，在官方報告僅稱之以「非正常死亡」。32高幹回憶

錄中論及「非正常死亡」數字總是模糊不清，從未明確交代，最常出現的1960年較前一年

「少一千多萬」的說法，然其來源出處至今不明外，時間也未含括整個困難時期。33

卸下刻意的渲染與虛構，中共藉由意識型態的合理化和黨國權力的壓制，「文武合璧」、

「相得益彰」地在大躍進的破局中「亂雲飛渡仍從容」。從大躍進的案例，可見中共斯時治

國雖無方，事後治史確有其道。

五 結 論

大躍進研究的遲滯、牛步，一方面與視之為陳年往事、迄今已遠的心態有關；另一方面則可

歸因於相關資料的塵封和稀缺。就前者而言，歷史的價值乃是主動從中汲取經驗、探索教

訓，藉以資政和育人，若只將眼界囿於特定的時、空、人、事、物，無論是拘泥史實而與現

實脫節，或呆板地認為歷史不會原封重現而棄之如敝屣，都有違讀史的意義並坐失「以史鑑

今」機會。例如：中國大陸現今經濟社會嚴峻的「三農」問題，其中農民負擔過重、農村幹

部工作作風爭議等，皆或可從大躍進中找到類似的病原。中共當年發動大躍進時「氣可鼓而

不可洩」的經驗，參照當下中共高調國家復興和崛起以及相應對民間社會輿論的導引，不正

有立即而深刻的學習價值和必要性。

就後者而言，大躍進歷史在現階段未能完全公諸於世，或基於「為尊者諱」和「多說無益」

之政治需要。然而，這不能成為對相關研究望而卻步的藉口，開發、挖掘新的、未面世的史

料固然重要，如何珍視既有、現成的史料亦不能忽略。回憶錄對大躍進研究即存有輔以探

究、佐證和充實的價值和意義。對於有關大躍進之回憶錄，不宜因之相關記載的零散不完整

而捨之不用，反而要在對其的使用和運用上，提出更高的標準，仔細分類爬梳、小心慎比善

對；也無須為中共高幹未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等閒視之，如能望文生義、由表及

裏，剖析中共官方對歷史的處理手法與解釋邏輯，將可更進一步地發揮回憶錄的閱讀意義和

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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